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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领导与中国协进型

领导角色的构建∗

陈志敏　 周国荣

　 　 【内容提要】 　 全球治理需要国际领导，但国际领导的赤字由来已久。 特朗普总

统的当选以及他所主张的“美国优先”的内外政策让国际领导的赤字问题更加凸显。

作者将对国际领导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分析国内外已有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

对国际领导的概念以及国际领导的目标、手段、方式、领域、绩效和合法性问题进行系

统的梳理。 作者进而对冷战后美国的国际领导实践进行了简要的评估，区分了不同时

期的美国政府所采取的国际领导模式，并指出了各自所存在的问题，认为现在中国面

临的核心问题不是要不要参与国际领导，而是如何理解并进行国际领导的问题。 为

此，中国应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协进型国际领导角色。 这一角色将强调国际协作领

导、共进领导、吸引领导、赋权领导，以便在积极参与国际领导的供给的同时，避免国际

领导等同于霸权或支配性领导的误区、国际领导等同于自利领导的误区、国际领导等

同于强制领导的误区以及国际领导等同于包办领导的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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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一个更具挑战的世界要求更加有力的国际领导，但国际领导的供给正在面临严峻

的危机。 在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前，就已经有学者提出，“国际集体行动出现了严

重的国际领导赤字”。① 用另一位学者的话来说，就是“在最需要国际合作和多边体制

的时候，呈现出的却是自顾自保优先，合作意愿减退，义务分配困难，体制创建艰难，已

有体制低效”。② 国际领导赤字的出现，一方面是由国际领导的供给不足造成的。 相

对于国际社会所面临的众多挑战，如地区安全、恐怖主义、经济振兴、气候变化和可持

续发展等，国际社会未能提供足够的问题解决方案。 国际领导赤字的出现也是现有国

际领导错配的结果。 冷战后，美国及其西方伙伴把持了国际领导的供给。 但是，基于

其西方自由国际秩序的理念，美国及其西方盟国在一些领域内的错误和过度领导非但

未能解决世界上的一些关键挑战，反而带来了更严重的问题：美国在世界上推广经济

新自由主义，要求放松管制，结果带来西方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美国与西方盟国的

反恐战争和人道主义干预军事行动，催生了数个“失败国家”，让极端恐怖主义势力乘

机坐大，并在欧洲形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为严重的难民潮。 国际领导的另一个

错配是主导国家未能根据已经变化了的国际力量格局改革已有的国际领导体制，让新

兴大国在体制内外充分参与到国际领导的供给中来。

特朗普总统的当选似乎将进一步加剧国际领导的危机，一个更加内向和唯我主义

的美国从过度和有缺陷的国际干预转向战略收缩，虽然可以消弭部分原先美国错误领

导的弊病，但同时也将减少美国先前对国际社会所承担的积极责任，如对自由贸易的

坚持和对气候变化治理的贡献等，这将从另一个极端构成对国际领导的挑战。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面对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社会主义阵营瓦解、西方国家封锁

等深刻而复杂的国际局面，邓小平同志提出了“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方针。 此

后 ２０ 年，中国的对外战略基本上延续了这一命题。 今天，中国国力已今非昔比，中国

特色的大国外交也注重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中国作为东道国主办了

二十国集团（Ｇ２０）杭州峰会。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峰会上谈道：“面对当前世界经

济的复杂形势和风险挑战，面对国际社会对二十国集团、对杭州峰会的期待，中国希望

同各方一道，推动杭州峰会开出一剂标本兼治、综合施策的药方，推动世界经济走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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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之路。”①在保护主义色彩浓重的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

习近平出席了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的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讲话。 在阿米塔

夫·阿查里雅（Ａｍｉｔａｖ Ａｃｈａｒｙａ）看来，习近平主席的讲话“谴责保护主义并捍卫全球

化，这表明中国给自己的定位是填补特朗普政府可能留下的全球领导力空白”。②

笔者认为，中国是否承担更多的国际领导责任应该不再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

中国已经在进行国际领导。 而且，在特朗普当选之后，国际社会对中国的领导作用将

更加期待。 所以，更为重要的问题是，中国将怎样领导，扮演一个怎样的国际领导角

色。 本文将对国际领导的现有研究进行深度挖掘和梳理，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个分析国

际领导的框架。 本文也将对美国的国际领导进行评价，并提出中国应该发挥一种新型

的国际领导角色，即“协进型国际领导”。

二　 国际领导的概念及其相关研究

学界关于国际领导的研究成果虽然丰硕，但在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理查德·哈克曼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Ｈａｃｋｍａｎ）和鲁思·韦格曼（Ｒｕｔｈ Ｗａｇｅｍａｎ）看来，关于领导概念本身仍缺乏

一般共识性的界定，缺少主流研究范式。③ 美国学者奥兰·扬（Ｏｒａｎ Ｙａｎｇ）也曾提到：

“领导是一种复杂的现象，其定义不明，常被误解，还易于在国际事务专业的学者中引

起反复的争论。”④根据第六版《辞海》里面关于“领导”的界定，“领导”具有两层含义：

一是指带领引导；二是指引导、带领社会组织和群体为实现一定群体目标而进行领航

导向的过程，基本要素包括领导主体、领导客体、领导环境和领导目标等。⑤ 《辞海》中

关于领导的界定实际上指出了定义领导的两个维度———职能和过程，从职能而言是指

领导主要是干什么的；从过程而言主要是指领导本身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不是一个

静态的角色，是一个引导被领导者实现领导目标的过程。 孙祥华则认为领导力是领导

者在一定的理念认知的指导下，通过一定的制度和体制设计，调动和使用有关资源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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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组织愿景和目标的能力，而领导理念、领导机制、执行能力是构成一个国家领导力

的三个基本要素。① 詹姆斯·伯恩斯（Ｊａｍｅｓ ＭａｃＧｒｅｇｏｒ Ｂｕｒｎｓ）把领导者和追随者之

间的关系放在了领导定义的核心：“当具有动机和目标的一些人，在与其他人竞争或冲

突的情境下，动员制度的、政治的、心理的以及其他资源以便激发、接合和满足追随者动

机时，对人的领导就发生了。 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实现领导者和追随者共享的目标。”②

国际领导发生在一个没有世界政府的国际体系中。 在正式的等级制关系缺失的

情况下，国际领导比国内领导更加难以把握。 奥兰·扬在他 １９９１ 年发表的重要文章

中首先对国际制度建构过程中的国际领导进行了界定。 他认为，“领导指的是那些力

图解决或规避集体行动困境的个人所采取的行动，这些集体行动困境妨碍了有关各方

在制度讨价还价过程中追求实现共同获益的努力”。③ 从行为主义和领导人为中心的

视角出发，他提出，国际领导可以分为三类：将所掌握的物质性实力转换为制度谈判讨

价还价能力的结构型领导（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依靠谈判技能来达成解决方案的创

业型领导（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依靠知识生产塑造其他参与方的认知的智力型领

导（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由于奥兰·扬把国际领导的讨论局限于在国际制度的构建过程，他的国际领导定

义较为狭隘。 在更为一般的层面，约翰·伊肯伯里（Ｇ． Ｊｏｈｎ Ｉｋｅｎｂｅｒｒｙ）认为“领导就

是运用权力来统筹指挥集体的行动进而迈向一个共同的目标”。④ 在这里，领导事实

上含有两个基本要素———权力和意图：领导不仅仅是权力的运用，它也包含设定一套

共同目标或原则的能力，以便一组国家能够以协调或一致的方式来界定并追求它们的

利益。 因此，领导不仅意味着硬实力的优越，而且还有政治主张的合法性。 和奥兰·
扬一样，伊肯伯里也提出了三种国际领导：结构型领导（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制度型

领导（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和情境型领导（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结构型领导指的

是物质能力的现有分布使得一些国家有能力对世界政治秩序的总体形态设定方向。
制度型领导是指各国所同意的规则和实践为指导它们之间的关系设定了原则和程序。
而情境型领导则更多是一些国家的智慧或者发现机会的能力，来构建或重构国际政治

秩序。⑤ 对于伊肯伯里来说，由于美国物质实力的相对衰落，他特别强调了美国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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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国际制度在维持美国和西方对世界领导的作用，也就是说，尽管基于美国实力的

结构型领导弱化了，但美国的制度性领导仍然稳固地延续下来。
由于领导和权力之间的紧密关系，约瑟夫·奈（Ｊｏｓｅｐｈ Ｓ． Ｎｙｅ）也专门写了《领导

力》一书，从一般意义上讨论了权力与国内及国际领导的关系问题。 对于奈而言，领
导即“为了一个目的去引导和动员其他人的权力”。① 权力和领导之间密不可分，如果

没有权力，就不可能去领导。 不过，奈的领导概念并不只等同于其他人的结构型领导。
由于奈把权力区分为硬权力和软权力，顺理成章，奈认为领导可以既来自硬权力也可

以源自软权力。 在我们看来，来自硬权力的部分可以对应于结构型领导，来自软权力

的部分也可以对应于其他学者所讨论的创业型领导、制度型领导或智力型领导等。 在

讨论领导类型时，奈专门提出了一个变革型领导（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和交易型

领导（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的区分。② 变革型领导运用软权力来促进变化，方式是

诉诸其追随者的崇高理想和道德价值，而不是诉诸他们的恐惧、贪婪和仇恨这类卑劣

的情感，更多依赖软权力。 交易型领导则更多依靠其硬权力，以诉诸追随者自身利益

的方式来动员追随者，如回报和惩罚。
国际领导也有领域之分。 在不同的议程领域，国际领导的机制和方式会具有自己

的特点。 比如，乔伊塔·古普塔（Ｊｏｙｅｅｔａ Ｇｕｐｔａ）和迈克尔·格拉布（Ｍｉｃｈａｅｌ Ｇｒｕｂｂ）
在《气候变化与欧盟领导力：欧洲的可持续角色？》一书中提出，要更好地把握欧盟在

《京都议定书》谈判过程中所展现出的领导力，需要区分结构型领导、工具型领导（ ｉｎ⁃
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和方向型领导（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这三种领导类型。 即使结

构型领导从字面上来说是借用了他人的概念，但在气候变化治理领域，权力不光来自

一国的政治经济实力，也来自一国现在和未来温室气体的排放规模。 气候变化中的工

具型领导则要求，领导者要能够理解不同国家的基本长期利益，并设计出相关的制度

安排来调和这些利益。
此外，随着美国压倒性权力渐趋消退，一些学者也开始思考多元行为体协作领导

或集体领导的问题。 罗伯特·基欧汉（Ｒｏｂｅｒｔ Ｏ． Ｋｅｏｈａｎｅ）在 １９８４ 年的《霸权之后》
一书中讨论了霸权型领导（ｈｅｇｅｍｏｎｉｃ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在国际机制建设上曾经扮演的关键

角色，但他认为在后霸权时代，由于原有机制的延续，没有霸权的合作是可能的。③ 基

欧汉没有直接表明这种后霸权的合作就是一种新的多元协作领导。 不过，邓肯·斯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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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Ｊｏｓｅｐｈ Ｓ． Ｎｙｅ，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ｓ ｔｏ Ｌｅａｄ， ｐ．１９．
Ｊｏｓｅｐｈ Ｓ． Ｎｙｅ，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ｓ ｔｏ Ｌｅａｄ， ｐｐ．５３－６８．
参见罗伯特·基欧汉著，苏长和等译：《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上海：上海世纪出版

集团 ２０１２ 年版。



德尔（Ｄｕｎｃａｎ Ｓｎｉｄａｌ）在 １９８５ 年的一篇文章中，从理性主义的方法入手，证明了两个

或多个国家完全有可能在生产国际公共产品的过程中获得足够的净收益。① 皮尔·
帕多安（Ｐｉｅｒ Ｃａｒｌｏ Ｐａｄｏａｎ）指出，有效的全球治理在“后霸权”时代也是有可能由多个

领导者来提供的。 他进而指出，根据历史经验和相关理论，要实现有效治理，产生集体

行动的正确激励，多元领导需要满足一些条件：国家必须具备长期的政策视野；必须愿

意调整其偏好和政策；必须介入反复互动以建立相互信任并提升国际制度的可信

度。② 一些学者把聚焦全球经济治理的二十国集团峰会视为这样一个合作性的多元

国际领导机制，并从国际领导的视角出发，认为二十国集团应该有效地发挥以下六种

领导：战略性领导、政治性领导、整合性领导、国际制度改革领导、务实性领导和包容性

领导。③

有关国际领导的研究在中国起步较晚，但不少中国学者还是依据中国的历史经验

和当代实践提出了诸多颇具启发意义的见解。 阎学通借鉴中国前秦时期的政治思想

和历史经验，将国家间的领导类型划分为强权领导、霸权领导和王权领导，认为“强权

是指遵循实力规范，王权是指遵循道义规范，霸权指遵循双重标准规范”。④ 庞中英则

认为国际领导不同于霸权，指的是对国家关系的组织、塑造和引导，那些能让国际关系

大体按照其设计（规划）、提议和推动的方向而演变的国家就是领导国家。⑤ 杨国庆和

黄帅认为国际领导力是一个国家通过倡导价值观的方式，为国际社会提供共同目标，
并因此在国际事务中勇于担当、推动共赢、解决问题等展现出的良好行为而赢得国际

威望，倡导价值观、提供共同目标、展现良好行为和赢得国际威望是国际领导力必备的

四个要素。⑥

三　 厘清国际领导的概念和内涵

综合国内外关于国际领导概念的界定及其相关理论讨论，我们可以发现，相关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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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Ｄｕｎｃａｎ Ｓｎｉｄａｌ， “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ｓ ｏｆ Ｈｅｇｅｍｏｎｉｃ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ｈｅｏｒ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３９， Ｎｏ．４，
１９８５， ｐｐ．５７９－６１４．

Ｐｉｅｒ Ｃａｒｌｏ Ｐａｄｏ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Ｎｅｗ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Ｍａｒｉｏ Ｔｅｌｏ， ｅｄ．，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Ａｌｄｅｒｓｈｏｔ： Ａｓｈｇａｔｅ， ２００７， ｐｐ．３７－５４．

Ｃｏｌｉｎ Ｉ． Ｂｒａｎｄｆｏｒｄ ａｎｄ Ｗｏｎｈｙｕｋ Ｌｉｍ，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Ｇ２０： Ｆｒｏｍ Ｃｒｉｓｉｓ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ｔｏ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ｔｅｅｒｉｎｇ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ｉｎ Ｃｏｌｉｎ Ｉ． Ｂｒａｎｄｆｏｒｄ ａｎｄ Ｗｏｎｈｙｕｋ Ｌｉｍ， ｅｄ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ｉｎ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Ｍａｋ⁃
ｉｎｇ ｔｈｅ Ｇ２０ Ｍｏｒ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ｖ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１， ｐｐ．４－９．

阎学通：《国际领导与国际规范的演化》，载《国际政治科学》，２０１１ 年第 １ 期，第 ８ 页。
庞中英：《效果不佳的多边主义和国际领导赤字》，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０ 年第 ６ 期，第 ８ 页。
杨国庆、黄帅：《国际领导力视角下的中美贸易摩擦》，载《复旦国际关系评论》第 １５ 辑，２０１４ 年，第８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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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在丰富我们关于国际领导认识的同时也带来了国际领导定义的模糊。 为了厘清国

际领导的概念和内涵，本文提出，国际领导应界定为国际体系中的一个或多个行为体

通过关键性影响力的运用，引领和推动国际体系的成员实现特定目标的行为和过程。

领导者（多数情况下是国家或国家联合体）通过创设国际共识、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和

综合运用软硬权力来发挥自身影响力，进而赢得他国的支持或追随。

图 １　 国际领导的动态过程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根据上文关于国际领导的定义，本文认为可以从国际领导者的数量、国际领导的

目的、国际领导的手段、国际领导的方式、国际领导的领域、国际领导的绩效及国际领

导的合法性和认同度来全方位理解国际领导这一现象（见表 １）。

１．国际领导者的数量。 国际领导可以由一个国际行为体独自承担，也可以由多

个行为体共同承担。 在冷战后的世界，作为一个唯一的压倒性力量，美国长期把持

着世界领袖的地位，并把维护美国至高无上的主导地位作为美国对外战略的核心目

标。 不过，单极世界不是世界的常态，而只是一个例外。 当其他国家实现了发展，世

界将不可避免地走向力量的分散化或多极化。 即使是在美国力量的最高峰，它也不

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来领导世界。 在今天力量多极化的国际体系中，国际领导必

须走出单边型国际领导的格局，而走向多元协作型领导，也就是说，拥有关键影响力

的少数国际行为体，主要是大国，将不得不寻求合作领导的路径，以解决它们共同面

对的挑战。

当然，多方协作的国际领导并不容易实现。 本文认为，可以设想以下四种基本的

多方协作国际领导。 一是协调型国际领导，如二十国集团机制所体现的国际制度型领

导；二是分工互补型国际领导，让不同的领导者在不同的议题领域各自发挥核心领导

作用；三是并行型国际领导，不同的领导者在不同的区域发挥并行不悖的领导作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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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竞优型国际领导，不同的领导者在相同的议题领域进行良性竞争，以推动国际公共

产品的更多供给。①

表 １　 国际领导的类型

划分标准 国际领导分类 具体若干小类

领导数量

单边型国际领导

协作型国际领导

协调型国际领导
分工型国际领导
并行型国际领导
竞优型国际领导

领导目的
自利型国际领导
共进型国际领导

领导手段

吸引型国际领导
予惠型国际领导
方案型国际领导
制度型国际领导
理念型国际领导

强制型国际领导
军事强制型国际领导
经济强制型国际领导
规范强制型国际领导

领导方式
包办型国际领导
赋权型国际领导

领导领域
议题国际领导

安全领域国际领导
经济领域国际领导

环境领域国际领导等

区域国际领导

领导绩效 高、中、低

领导认同 高、中、低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２．国际领导的目标。 国际领导是要推动实现一个特定目标。 关于国际领导的认

识分歧，很大程度上源于各国对国际领导的目标有不同的理解。 核心的问题是这个特

定目标是如何设定的。 历史上的领导国家常常将自己的利益和偏好塑造为国际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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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笔者在讨论世界秩序中的中国与欧盟关系时，已经梳理了可能的并行、互补和协调三种协作方式。 参见

Ｃｈｅｎ Ｚｈｉｍ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ｒａｇｉｌｅ Ｗｏｒｌｄ Ｏｒｄｅｒ，”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５４， Ｎｏ．４， ２０１６， ｐｐ．７７５－７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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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共同目标。 但是，如果这种目标并不符合其他国家的根本利益，那么国际领导最终

并不能解决世界上的问题，有时还会加剧原有的问题，或制造出新的问题和挑战。 变

革型国际领导就常常内含这样的困境。 所以，从本文的角度而言，根据国际领导的目

标，我们可以分为自利型国际领导和共进型国际领导两类。 前者强调服务于自身利益

界定的领导目标，包括那些以自身经验、价值和利益界定的普遍目标；①而后者则强调

国际领导要推动实现各国的共同进步，真正从各国的经验、价值和利益出发来寻找共

同共享的目标。 一方面，国际领导要解决国际集体行动的困境，化解因交易成本、缺乏

信任和免费搭车带来的合作匮乏问题，让各国基于自身利益实现更高层次的合作；另
一方面，通过最佳实践的榜样作用来引领各国对自身利益进行再认识和再定义，扩大

共同认知和共同利益的范围，从而实现更大范围的国际合作。 后一方面涉及领导国家

去引领和影响其他国家的认知和利益界定，它与自利型国际领导的区别在于，它不是

通过强迫的方式把自己的偏好和利益强加给其他国家，而是其他国家在领导国家的榜

样引领和吸引下做出的自愿选择。
３．国际领导的手段。 国际领导必然涉及影响力的运用与发挥。 基于我们对权力

现象的分析，②本文将把影响力区分为吸引力和强制力两大类，从而把国际领导区分

为吸引型国际领导和强制型国际领导。 这样一种分类可以更好地帮助我们找到各国

在影响力发挥过程中碰到的问题。 比如，当美国主要通过吸引力来发挥影响时，它在

世界上的领导地位就更加受到欢迎。 美国向贸易伙伴提供的市场开放是美国国际领

导地位的关键来源。 反之，当美国试图运用军事和经济强制的手段来推行世界领导地

位时，其国际声誉就一落千丈，国际领导的合法性大为削弱。 当然，这样一种分类也可

以更好地凸显中国的国际领导风格。
４．国际领导的方式。 国际领导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领导国家和其他国家的关系问

题。 在领导研究中，人们常常把领导国家之外的国家界定为被领导国家或追随者。 如

果是在一个本质上等级制的国内政治体系，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构成并不突兀，但在

一个主权平等的国际体系中，领导与被领导的两分法界定就颇有争议。 正是这种两分

法所蕴含的等级制性质使得中国官方对国际领导这个概念有所忌讳。 本文要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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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美国兰德公司的一位学者在反省美国过去的外交时指出，美国所主张的自由国际秩序其实不是那么自

由。 在其他一些国家眼里，美国对规范的适用是选择性的，是要对美国有利的，而且这些规范都已经是根据美国

的利益来制定的。 参见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Ｊ． Ｍａｚａｒｒ， “Ｔｈｅ Ｏｎｃｅ 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ｒｄｅｒ： Ｗｈａｔ Ｃｏｍｅｓ Ａｆｔｅｒ Ｈｅｇｅｍｏｎｙ？”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Ｖｏｌ．９６， Ｎｏ．１， ２０１７， ｐｐ．２６－２７。

参见陈志敏、常露露：《权力的资源与运用：兼论中国外交的权力战略》，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２ 年第

７ 期，第 ４—２３ 页；常露露、陈志敏：《吸引性经济权力在中国外交中的运用》，载《外交评论》，２０１４ 年第 ３ 期，第
１—１６ 页。



是，一些国家所主张的国际领导确实含有一定的等级制性质，这种等级制来自一些国

家通过领导来确立其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宰或主导地位。 但是，在一个主权国家体系

中，真正的国际领导将建立在主权国家法律平等的基础之上，应该把其他国家视为共

同事业中的伙伴，而不是领导的对象。 对于这样一个真正的领导国家来说，其他国家

是它达成共同目标的平等伙伴。
国际领导的方式还可以有另外一个层面，这就是国际领导承担多少国际责任和合

作成本的问题：是一个国家承担所有义务和成本，实行一种家长式的包办型国际领

导，①还是采取外包的方式，让其领导下的盟友承担部分的义务和成本，实行一种等级

性的分包型国际领导？② 抑或采取压榨的方式，逼迫其他国家来承担所有的成本和义

务而自己不劳而获，却仍要维持其领导地位的等级性榨取型国际领导？ 或者是起到一

个协助和赋权的角色，承担力所能及的义务和成本，在平等的基础上帮助其他国家更

好地达成其使命，实现一种平等的赋权型国际领导？
５．国际领导的领域。 国际领导发生在各个具体的领域。 就议题领域而言，国际领

导可以表现为安全领域的国际领导、经济领域的国际领导、发展领域的国际领导、气候

变化领域的国际领导等，不一而足。 在区域领域中，国际领导也可以表现为亚洲的国

际领导、欧洲的国际领导、非洲的国际领导等。
６．国际领导的绩效。 国际领导以实现最终的领导目标为宗旨。 只有实现了所设

定的国际领导目标，国际领导才是有成绩和效果的。 在一个挑战日益多样、复杂和尖

锐的世界上，人们期待能够成功应对这些挑战的国际领导。 研究国际领导的一个中心

目的就是要找到提升整个国际社会的国际领导成效的最佳路径。 在现实世界中，国际

社会最急需的是治标型国际领导，能够化解我们面对的各种现时危机；但国际社会最

理想的是治本型国际领导，能够引领国际社会找到根本的解决方案，以便实现共同、长
期、全面的可持续发展。 在提出一个更加系统的绩效评价体系之前，我们可以从高到

低来衡量国际领导的绩效。
７．国际领导的合法性。 国际领导由于涉及领导成员和其他成员的互动关系，必然

存在一个国际领导的合法性问题，即国际领导是否得到其他成员的认同。 高认同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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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领导可以得到其他成员自愿和有力的配合与支持，大大提升国际领导的能力和可能

的领导绩效。 低认同的国际领导则只能得到其他成员不自愿的消极配合，从而削弱了

领导国家的领导能力。 要确立国际领导的合法性，领导国家必须在领导目标的设定上

全面纳入其他国家的利益诉求和价值偏好，在领导手段的运用上要借助于吸引型国际

领导，在领导方式上要注重平等相待而不是居高临下。

四　 冷战后的美国与国际领导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随着苏联的解体和信息革命驱动下美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国
际舞台上一时间呈现出美国一超独强的单极权力格局。 美国的物质实力因苏联的

倒台而睥睨世界，以弗朗西斯·福山（Ｆｒａｎｃｉｓ Ｆｕｋｕｙａｍａ）的“历史终结论”为代表，美
国的政治经济模式和文化软实力也行销全球。 如此，美国从冷战时期的西方领导一

下子跃升为全球领导。 本节将讨论美国在冷战后世界中的国际领导模式及其变化

发展。
（一）克林顿政府时期：西方支持的美国领导

冷战后头十年中，美国推动在全球建立一个所谓的美国霸权领导下的自由国际秩

序。 在伊肯伯里看来，该秩序具有如下特征：美国的霸权权威、开放市场、合作安全、多
边制度、社会妥协和民主共同体。①

从领导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国际领导以美国的单边霸权领导为核心，辅之以西

方盟国的配合支持。 在西方支持的美国领导之下，美国试图在全世界推广西方式自由

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倡导人权高于主权的人道主义干预理念，并把这些源自西

方的利益和价值塑造为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和“普世”价值。 在领导手段上，美国选

择并用吸引型和强制型国际领导。 在吸引型国际领导方面，美国着重发挥了制度型领

导的功用。 在克林顿政府看来，在一个多数国家共享共同价值理念、利益和政治制度

的联系紧密的世界里，美国将更加安全和繁荣。② 通过一系列政治经济制度创设，美
国将压倒性的优势权力转化为国际制度，以获得他国的支持和追随，实现和维持美

国世界头号强国的领导地位。 在全球军事—政治领域内，启动北约东扩进程，确立

美国在原苏联战略势力范围内的优势地位。 在经济贸易领域内，支持成立世界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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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取代关贸总协定，进一步提升美国在国际贸易规则领域内的主导权力，使得美

国的霸权领导更具隐蔽性也更容易为他国所接受。 在亚太区域，将澳大利亚 １９８９
年倡议成立的“亚洲及太平洋国家部长级会议”在 １９９３ 年的西雅图峰会上升级为经

济体领导人非正式峰会。 在北美区域，美国于 １９９２ 年与加拿大、墨西哥签订《北美

自由贸易协定》，成立北美自由贸易区。 与此同时，美国也凭借其压倒性的军事力

量，在世界各地发动多次强制性军事干预，来扩展其自由国际秩序。 １９９９ 年美国为

首的北约组织以人道主义之名发动针对塞尔维亚的科索沃战争便是这一时期美国

全球强制型霸权领导的巅峰之作。 就领导方式而言，这一时期的美国领导可以被视

为等级包办型领导。 美国寻求对世界的支配地位，但同时也承担了较多的国际干预

成本。 本文认为，在这种领导模式下，虽然这一时期美国的国际领导也存在各种各

样的问题，但由于其压倒性的软硬力量优势，美国的国际领导绩效和合法性都处在

一个较高的水平。
（二）小布什政府时期：单边主义的美国领导

虽然美国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确立了其全球意义上的国际

领导地位，但这些制度在某种意义上也限制着美国的行动自由。 在其霸权领导模式下

存在着美国国家利益和国际领导之间的矛盾，焦点就是美国优先还是国际领导优先。
九一一事件的爆发似乎进一步证实了小布什对于克林顿政府期间美国对外政策的批

评，也促使者美国开始转向国家安全优先和国家利益极大化的单边主义对外战略，对
外行动中较少顾及世界其他国家的感受。

从领导主体而言，小布什时期的美国更加强调美国的单边领导。 九一一事件爆

发不久，美国便对外声明：与美国合作的前提是其他国家在打击恐怖主义战争中的

立场；美国的安全需要是最关键的，没有任何事情可以使美国在守卫安全需要时做

出妥协。① 美国不顾法国和德国的强烈反对发动了对伊拉克的战争。 小布什政府上

任伊始便宣布美国拒绝签署《京都议定书》，拒绝加入国际刑事法院和退出《反导条

约》。 就国际领导的目标而言，美国把全部精力投入所谓的全球反恐行动中，并希望

以此来建立美国的单极霸权，有关建立“新帝国”的呼声也一时甚嚣尘上。 为了达到

这些目标，小布什政府采取了先发制人的单边主义战略，大量使用军事强制手段，发动

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 在世界其他国家眼里，小布什政府期间美国是在贬低国

际社会的规则和制度，而非强化之，美国的对外行为更多时候是在行使权力而非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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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① 这一时期的美国轻视多边主义，不再重视制度型国际领导，导致美国在全世

界的声誉一落千丈。 在领导方式上，这一时期的美国更加重视对世界的支配，而在

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两场战争包揽了大部分的人力和经济成本。 结果，美国非但未能

消除恐怖主义，反而在世界上增添了几个“失败”国家，并因为两场战争而造成本国

实力的严重削弱，间接引发 ２００８ 年的严重经济危机。 可以说，小布什政府的国际领

导绩效惨不忍睹，其合法性也跌落到一个最低水平。 一位中国学者总结说，四个原

因造成这一时期美国的国际领导力严重衰落：缺乏自律的单边主义外交风格损害了

美国的政治影响力；“华盛顿共识”的困境削弱了美国的经济发展力；强势的“意识形

态傲慢”弱化了美国的文化感染力；新罗马帝国式的“主宰者”风格侵蚀了美国的国

格魅力。②

（三）奥巴马政府时期：国际支持的美国领导

美国全球单一霸权领导地位的式微实质上是其单边主义外交政策与 ２１ 世纪头

十年国际格局力量对比消长共同作用的结果———单边主义政策引起的国际社会普

遍失望，美国综合国力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的挥霍，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后世

界其他主要大国相对实力的增长，极大冲击了这一时期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 尤为

重要的是，新出现的一系列全球问题远非美国一家可以解决，需要多国合作共同应

对，美国的单边霸权领导在奥巴马时期开始做出调整，一如美国《２０１０ 年国家安全战

略》所指出的：“我们必须意识到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独自面对全球挑战，无论其多么

强大；美国必须在为未来做准备的同时，与其他国家建立起能够获得实效的合作方

式，就像我们（美国）在二战后所做的那样。”③无论是基于金融危机后国内政治经济

问题的掣肘，还是出于审慎使用较前期大为缩水的优势国力的考量，奥巴马政府提

出要建立一个美国领导下的广泛国际合作机制，让美国的国际领导可以得到西方盟

友以及其他新兴大国的支持。 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希拉里·克林顿（Ｈｉｌｌａｒｙ Ｃｌｉｎｔｏｎ）

于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在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讲演中表示：“问题不在于美国在 ２１ 世纪能

够或应该领导这个世界，而是怎样领导这个世界……我们将运用美国的领导来构建伙

伴关系，并解决那些一国难以独自解决的问题，我们将采取政策来动员更多的伙伴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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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成绩。”①为此，奥巴马政府一改小布什政府期间的单边主义风格，加强了与其盟

国和新兴大国的合作，从而为国际社会的集体协作领导打开了大门。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在

美国匹兹堡召开的 Ｇ２０ 第三次峰会上，与会领导人决定将 Ｇ２０ 峰会升级为全球经济

治理的永久性领导人论坛。

奥巴马的国际领导目标总体是向克林顿时代回归，寻求维护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

秩序。 这一时期的美国支持开放的国际贸易体系，也在气候变化治理中扮演了积极和

关键的角色。 不过，奥巴马政府在人权、民主和美国式自由贸易标准的输出方面仍然

具有硬性强加的自利色彩，其维护美国国际安全主导地位的努力也造成了与俄罗斯和

中国的严重分歧。 在领导手段上，奥巴马政府承继了克林顿政府时期的巧实力外交，
力图在缩减但不放弃军事强制手段的同时，强化吸引型国际领导的效用，特别是制度

型国际领导的效用。 在领导方式上，奥巴马政府依然念念不忘美国的国际领导地位，
在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中，包括与中国的关系上，并没有真正愿意与其他国家平起平坐。

不过，与前任两届政府较为大包大揽的风格形成对比，奥巴马政府希望其他国家能够

更多地承担国际合作的成本，呈现出一种等级性的分包领导方式。 比如，在 ２０１１ 年对

利比亚的军事干预中，美国让英国和法国站到了军事干预的第一线。 这种做法被人形

象地称为“从后面领导”。

奥巴马式的领导风格在一些领域得到了其他国家的支持与合作，在推进全球治理

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如在气候变化领域达成了 ２０１５ 年的《巴黎协定》，在发展领

域确立了联合国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在经贸领域维持了一个总体开放的国际经

济环境，并化解了战后以来最为严重的西方经济和金融危机。 但是，由于美国力量的

收缩，也间接造成了极端恐怖主义“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坐大。 如此，对叙

利亚和利比亚问题的错误干预制造了新的“失败国家”，并促发了二战后最大规模的

难民潮。 上台伊始，奥巴马试图认识到与其他国家合作的重要性，但是当合作意愿的

表示未能带来美国预期的结果时，如詹姆斯·林赛（Ｊａｍｅｓ Ｌｉｎｄｓａｙ）所发现的，“诱惑

是回到老办法”。② 与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都是开局势头良好，但后来急转而下，美俄

关系在奥巴马任内甚至陷入了冷战结束以来的最低点。 总体而言，奥巴马政府的国际

领导绩效有得有失，但要好于小布什时期。 而在合法性方面，奥巴马政府的合作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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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Ｕ． Ｓ．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Ｈｉｌｌａｒｙ Ｒｏｄｈａｍ Ｃｌｉｎｔｏｎ，”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Ｊｕｌｙ １５， ２００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ｆｒ． ｏｒｇ ／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ａｎｄ⁃ｓｔａｔｅｃｒａｆｔ ／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ｕｓ⁃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ｓｔａｔｅ⁃ｈｉｌｌ⁃
ａｒｙ⁃ｒｏｄｈａｍ⁃ｃｌｉｎｔｏｎ ／ ｐ３４５８９，访问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５ 日。

Ｊａｍｅｓ Ｍ． Ｌｉｎｄｓａｙ， “Ｇｅｏｒｇｅ Ｗ． Ｂｕｓｈ， Ｂａｒａｃｋ Ｏｂａｍ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Ｕ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Ｖｏｌ．８７， Ｎｏ．４， ２０１１， ｐ．７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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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型国际领导风格为其加分不少，但夹杂的支配性一面和众多的失误也让美国的声

誉失分。 我们给奥巴马时期的美国国际领导绩效和合法性都给予中等评价。
（四）特朗普时期：唯我主义的美国领导？

希拉里在 ２０１６ 年美国大选中的失利标志着追求自由国际秩序的外向型美国外交

政策的一个阶段性终结。 特朗普以内向和唯我主义的“让美国再次伟大”作为竞选口

号，借助美国国内民粹主义选民的支持，一路逆袭，冲破了共和党权势阶层和民主党的

层层阻拦，戏剧般地入主白宫。 在特朗普的主持下，美国已经宣布退出奥巴马政府精

心构建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搁置与欧盟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协议的谈判，要求

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试图禁止一些伊斯兰国家的公民入境美国，要求北约成

员国承担更多的安全责任，对气候变化治理基本没有兴趣。 所有这些都标志着美国外

交政策的再一次重大转变。

表 ２　 美国和中国的国际领导模式

领导主体 领导目的 领导手段 领导方式 领导水平 可接受度 领导模式

克林顿
政府

单边加
协作

自利加
共进

吸引力
加强制力

等级性
包办

高 高
西方支持的
美国领导

小布什
政府

单边 自利
军事

强制力
等级性
包办

中 低
单边主义的
美国领导

奥巴马
政府

单边加
协作

自利加
共进

吸引力
加强制力

等级性
分包

中 中
国际支持的
美国领导

特朗普
政府

单边 自利
经济

强制力
等级性
榨取

中到低？ 低？ 唯我主义的
美国领导

中国 协作 共进
经济

吸引力
平等性
赋权

中到高？ 中到高？ 协作共进的
集体领导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审视美国新政府一个月的施政表现，本文认为，特朗普似乎将采取一个异乎前任

的国际领导战略。 追求实在的利益很可能构成其国际领导战略的核心，唯硬实力论和

唯利益论将成为特朗普国际领导战略的两个基准点，并更少强调与其他国家合作协调

的重要性。 考虑到源自美国国内政治的制约以及有限的四年总统任期，留待特朗普发

挥的空间时间可能并未如其想象的那般大，特朗普主政下的未来美国国际领导战略极

可能是其竞选期间的选举承诺与现实制约下的混合物。 但大体而言，我们可以做出如

下判断：在领导目标上，美国的外交努力将优先服务于美国国内的就业创造、制造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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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的回归以及国内基础设施建设，放松国内经济和金融管制，提高对美国经济的保

护水平，大幅度收紧移民政策。 在国际上，美国将放弃推进多边贸易自由化，而转向双

边贸易安排；对国际社会关注的环境、减贫、发展、维和与区域合作等议题不再或大幅

缩减美国承担的领导责任和成本；美国将关注维持美国的军事优势，并将有限的外部

介入精力聚焦在反恐和亚太地区。 无疑，这样的国际议程更多考虑的是美国一国的自

身利益，与其他国家的利益和诉求更少交集。 这将是比小布什时期更为自利的国际领

导模式。 在手段上，美国将首先运用或威胁运用其经济强制力，试图从其他国家那里

榨取更多的经济好处，如对美投资和压缩进口等。 在其核心利益区，美国也可能会尝

试更多地运用军事强制手段。 就其领导方式而言，特朗普政府似乎对其他国家缺乏应

有的尊重，包括对其传统盟友，而同时却又要在尽量少承担国际义务和成本的情况下

继续保持美国的领导地位，将有关的国际合作成本推给其他国家。 作为当今世界上的

首要大国，美国应该扮演更负责任的领导角色，而不是走向一种等级榨取式领导方式。

显然，现在做出任何关于美国新政府国际领导绩效和合法性的评价都为时过早。 不

过，如果特朗普政府未来的政策将延续目前的方向，那么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作用将

趋于萎缩，其合法性将持续走低。 对于世界而言，这将进一步加剧国际领导的赤字

问题。

五　 协进型国际领导和中国

在国际领导危机更加深化的今天，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和国家联合体需要强化它

们对国际领导的贡献。 环顾世界，以往支持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的主要力量是美国的

西方盟友，特别是欧盟国家。 但是，过去几年来欧盟的处境艰难，同时面临一系列严峻

的挑战，包括与俄罗斯的地缘政治较量，来自地中海对岸的恐怖主义和难民危机，势力

不断上升的内部民粹主义，英国退欧以及持续不振的经济和未能完全解除的债务危机

等。 欧盟理事会主席唐纳德·图斯克（Ｄｏｎａｌｄ Ｆ． Ｔｕｓｋ）在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发表的一封公

开信中也承认，欧盟现在面临着三种“《罗马条约》签订以来最为危险的挑战”：地缘政

治上的外部威胁、内部反欧和排外情绪的上升以及亲欧精英对政治一体化信心的跌

落。① 在这些危机挑战的重压下，欧洲的内向化和周边化也在所难免。 当然，如果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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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Ｕｎｉｔｅｄ Ｗｅ Ｓｔａｎｄ，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Ｗｅ Ｆａｌｌ”： ｌｅｔｔｅｒ ｂｙ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Ｄｏｎａｌｄ Ｔｕｓｋ ｔｏ ｔｈｅ ２７ ＥＵ
ｈｅａｄｓ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ｏｒ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ｎ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Ｕ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Ｍａｌｔａ ｓｕｍｍｉｔ，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３１，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ｏｎｓｉｌｉｕｍ．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 ｅｎ ／ ｐｒｅｓｓ ／ ｐｒｅｓｓ⁃ｒｅｌｅａｓｅｓ ／ ２０１７ ／ ０１ ／ ３１⁃ｔｕｓｋ⁃ｌｅｔｔｅｒ⁃ｆｕｔｕｒｅ⁃ｅｕｒｏｐｅ ／ ，访问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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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候选人在今年的法国和德国大选中还能继续获胜，欧盟和英国仍将是全球治理中不

可忽视的领导力量。
这些年迅速崛起的新兴大国虽然也面临经济发展放慢的问题，但总体情况相对较

好。 这些国家一直抱怨在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中没有获得应有的地位。 今天，当美国

对许多世界事务缺乏兴趣之时，新兴大国承担起更多的领导责任将是它们必然的选

择。 这不光基于它们自身的利益，也是为了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
２０ 多年前，邓小平曾提出，中国要保持谦虚谨慎，“不当头、不扛旗”。 当时的中国

处在冷战刚刚结束后西方的强大压力之下，其国民生产总值不到世界的 ２％。 然而，
１ ／ ４ 个世纪以后，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跃居世界第二，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

１５％左右，成为第一外汇储备国家、最大贸易国、前三位的对外直接投资国，再加上中

国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以及核大国身份，中国如果不去承担应有的国际领

导，这是对来之不易的机会的极大浪费，也是对大国责任的逃避。
因此，对中国而言，有关国际领导的核心问题不是要不要而是如何理解和承担国

际领导。 在古代，中国长期以来曾经是亚欧大陆东部的领导者，发展了“朝贡体系”这
样的等级制领导体制；在当代，美国曾经建立了一种全球霸权领导体制；欧盟作为 ２８
个欧洲国家的国家联合体，也提出了“规范性力量”的概念，试图担当全球规范领导。
无疑，在当今的主权国家体系中，恢复古代中国的“朝贡体系”已经没有国际合法性；
在权力转移和扩散的今天，中国也难以复制美国的全球支配型领导体制；基于中国对

多样性的重视以及对国家主权原则的坚持，中国也无意去扮演世界规范和标准的设定

者，何况欧盟的“规范性力量”已经因为内部的多重危机而大为褪色，２８ 国也将在英国

退欧后缩减为 ２７ 国。 总之，古代和当下的上述范本无法构成我们设计中国的领导角

色的直接指南。
为此，本文认为，中国要设计一种新的领导角色，以便为中国参与国际领导的供给

提供指导，既能够让中国充分地发挥必要的国际领导作用，同时避免因承担国际领导

责任而陷入各种有害的误区，如领导等于支配的误区、领导等于自利的误区、领导等于

强制的误区和领导等于包办的误区。 在这方面，已经有几位学者提出了一些初步的想

法。 赵可金界定了中国第三次外交转型中的“建设性领导”内涵，即通过创造有利于

中国和平发展的总体国际环境以维护和巩固中国崛起势头的基础上，捍卫和保护日益

扩大的海外利益，提升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威望和能力。① 加拿大学者约翰·柯顿

（Ｊｏｈｎ Ｋｉｒｔｏｎ）回顾二十国集团以及历届峰会的发展历程，认为中国发挥的领导作用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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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赵可金：《建设性领导与中国外交转型》，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２ 年第 ５ 期，第 ５３ 页。



以用三个词描绘———谨慎的、积累的、合作型的。①

本文提出，中国要担负一种协进型国际领导的角色。② 在这里，协进型国际领导

是指中国通过关键影响力的运用，以协作、共进、吸引和赋权的方式，引领和推动国际

体系的成员有效达成共享目标，实现共同发展和进步。

协进型国际领导强调国际体系中的关键行为体要通过协作的方式实现集体领导。

在国际领导中，历史上也存在一个国家主导一个国家阵营的现象，如在冷战时期的两

极体系中，两个超级大国都在各自阵营内形成支配型领导的地位。 在冷战结束后，美

国权势集团认为世界进入了“单极时刻”，可以追求美国一国独占的支配型国际领导。

不过，在一个全球化和多极化交织发展的后冷战时代，霸权或支配型国际领导正在失

去其存在的实力基础，也在丧失其合法性基础。 世界需要协作型领导，二十国集团机

制的出现便是一个与时俱进的表现。 与追求一国全面主导地位的支配型领导不同，协

作型领导承认领导者的多元性，并寻求在多元领导者之间实现协同型集体领导。 随着

新兴大国你追我赶地向前发展，多极化的进程已经推进到一个重要的关口，不仅打消

着任何一个国家或国家联合体继续单独支配世界的企图，而且也蕴含着权力转移过程

中世界局势冲突动荡的风险。 作为《核不扩散条约》的成员，中国积极支持参与国际

社会控制、削减和消除核扩散对全球安全威胁的种种努力，与美国、俄罗斯、德国等大

国一道处理伊朗核问题；③在全球经济治理中，针对全球经济增长放缓、活力欠缺、保

护主义抬头和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中国通过杭州 Ｇ２０ 峰会，推动了世界经济秩序的

包容性发展。

协进型国际领导是一种共进型领导，应该推动国际社会共享目标的实现。 国际领

导在过去常常服务于领导国家的自身利益，特别是其追求权势的诉求。 即使一国通过

提供公共产品来寻求他国对其领导地位的认同，但如果一国追求领导地位的主要目的

是为了确立其国际体系中的主导性权势地位，这种国际领导在本质上还是自利型领

导，其可持续性和合法性是颇为成疑的。 与此相对应的是，共进型领导是一种更为持

久也更具合法性的国际领导，能够为其他国家的发展提供助力。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２０１４ 年在蒙古国国家大呼拉尔的演讲中表示，“欢迎大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搭快

车也好，搭便车也好，我们都欢迎；中国将坚持正确义利观，不搞我赢你输、我多你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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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约翰·柯顿：《中国领导力：从合作者跃为倡导者》，载《文汇报》，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２ 日。
笔者在早先的一篇短文中提出了协进力量的概念。 参见陈志敏：《全球治理中中国的协进力量定位》，载

《国际政治研究》，２０１２ 年第 ４ 期，第 １１２—１１３ 页。
庞中英：《全球治理与国际秩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版，第 ２１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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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具体项目上将照顾对方利益”。① 在共进型领导下，一个国际行为体的国际领

导地位是在推动自身利益和他国利益实现共赢发展中自然形成的。 在更理想的层次，

这个国际领导者还会引领国际规范和各国国家利益的与时俱进，如中国倡导的“人类

命运共同体”“包容性增长”等理念，从而促进国际体系成员实现更高层次的合作，达

到更高水平的共同进步。

协进型国际领导将主要采取吸引型领导的手段。 经济予惠是中国作为经济大国

最能够调用的手段。 通过互利互惠的经济合作，中国可以运用本国庞大的国内市场开

放为其他国家创造出口和投资机会，也能够用中国的资金和技术助力其他国家的发

展，并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基于这一理念，中国的“一带一路”

倡议正在获得更多国家的认同和参与，充分发挥了经济吸引型领导的作用。 中国也要

拓展制度型领导的作用，在过去几年中，中国已经牵头或共同组建了金砖国家新开发

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谈判过程中发挥了决

定性作用，对联合国的 ２０３０ 可持续发展议程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是安理会常任理事

国中投入维和军人数量最多的国家，也是联合国第三大会费国和维和经费第二大贡献

国。 在这些制度领域更为积极的参与，将进一步强化中国在世界事务中的制度型领

导。 此外，中国也要成为一个重要的方案型领导国家。 在 ２０１６ 年的 Ｇ２０ 峰会以及习

近平主席的达沃斯演讲中，中国正在对国际社会所面临的重大挑战提出自己的解决方

案和思路。

就协进型国际领导的方式而言，中国肯定不能做包办型领导，而要推行赋权型领

导。 包办型领导追求大包大揽，不仅要塑造新的共同目标，还要以一己之力试图提出

并落实“包治百病”的单一解决方案。 在冷战后时期，西方主导国家一厢情愿地认为，

只需照搬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国家治理能力的建设可以是一蹴而就的；而一旦这样

的照搬不能解决问题，西方就祭出全球治理，用全球治理来替代国家治理。 进入 ２１ 世

纪以来，来自西方的很多国际干预和干涉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更大的混乱，这已经充

分证明，这种包办型领导并不能真正化解矛盾难题。 中国要做的应该是赋权式领导。

这种领导方式基于主权国家体系的现实，认识到各国国情的重大差异，认为任何解决

方案都需要尊重当事国政策和选择的优先性，而不能依靠外部的强加。 因此，赋权式

领导主张尊重各个国家的主权，支持各国的能力建设，为各国提供可供参考的解决方

·３３·



① 参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２０１４ 年出访蒙古国时在蒙古国国家大呼拉尔发表的《守望相助，共创中蒙关

系发展新时代》主题演讲，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 ／ ｍｒｄｘ ／ ２０１４－０８ ／ ２３ ／ ｃ＿１３３５７７６６１．ｈｔｍ，访问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９ 日。



案，以帮助各国独立或与其他各国合作解决面对的难题。 通过赋权和提供支援，有关

国际行为体的国际领导也能够得到其他国家的认同。

协进型国际领导追求合法性领导，以保证国际领导绩效。 一个国际行为体的国际

领导不是领导者的单向行为，而需要其他国际行为体的支持，得到它们多多少少自愿

的承认和接受，成为一种合法性领导。 如果一国单纯或主要依靠强制力量来得到国际

社会其他成员的顺从，这种顺从只是被逼无奈的选择，没有合法性的基础。 一旦强制

力量遭到削弱，这种强制型领导或强权领导就会难以为继，并不能实现国际领导的

目标。

六　 结论

在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第 ５３ 届慕尼黑安全会议召开之前，主办方以《后真相、后西方、后

秩序？》为题发布了《２０１７ 慕尼黑安全报告》，对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的存续表达了深

切的担忧。① 确实，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在冷战后的世界里长期把持了核心的国际领导

权，现在，这一国际领导已经在内外冲击下陷入了严重的危机。 无疑，中国对美国和西

方以往的国际领导有很多异议，但这不是我们可以因此做一个事不关己的旁观者的理

由。 毕竟，在冷战后美国及其盟友所推动建立的那部分国际秩序中也存在许多有价值

的成分，如一个开放的国际经济、应对气候变化的机制、联合国的维和机制和可持续发

展议程等，都是在中国和绝大多数国际社会成员的参与下共同建立起来的，并服务于

各国的总体利益。 在维护和改进这些机制的过程中，如果原有的国际领导力量出现了

供给不足的情形，中国应该理所当然地承担起更大的领导责任。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

要吸取美国和西方国家在过去进行国际领导的经验和教训，要时刻保持头脑清醒，不

去追求单边支配性的、自利的、强制性的和包办性的国际领导，而是要坚持走集体协作

的、共进的、吸引性的和赋权性的协进型国际领导路线。

（截稿：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责任编辑：主父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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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领导与中国协进型领导角色的构建


① Ｍｕｎｉｃｈ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Ｍｕｎｉｃｈ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７： Ｐｏｓｔ⁃Ｔｒｕｔｈ， Ｐｏｓｔ⁃Ｗｅｓｔ， Ｐｏｓｔ⁃Ｏｒｄｅｒ？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ｄｅ ／ ｅｎ ／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 ｍｕｎｉｃｈ⁃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ｒｅｐｏｒｔ ／ ｍｕｎｉｃｈ⁃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ｒｅｐｏｒｔ－２０１７ ／ ，访问时

间：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４ 日。


